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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索國際關係理論研究領域中有關不同理論群島（ Islands of
Theories）之間的建橋計畫（bridge-building project），也就是建立不同

理論之間的溝通橋樑，包括以建構主義在理性主義（實證主義）與反思

主義（後實證主義）之間建立溝通橋樑，建構主義內各種不同建構主義

之間建立橋樑，以及建構主義與理性主義之間建立橋樑，進而產生理論

綜合（synthesis）的效果。國際關係理論的建橋計畫正隨著國際關係理

論第四次大辯論而聚焦於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然而在建橋計畫發

展的過程中，也有幾項議題影響到其未來能否順利地發展與完成。包括

建橋計畫都是以單線道或一道橋方式進行，並未以建立多線道或多道橋

的溝通橋樑為目標；建構主義藉由多元的知識論豐富其理論效度；建橋

計畫哲學基礎的爭論，有助於理解哲學論述對國際關係理論發展的影

響；經驗研究的個案成為溝通的橋樑與檢視理論效度的判準；理論對話

與綜合的可能性，根本思考建橋計畫的可能性；甚至建橋計畫對國際關

係理論研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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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關係理論大辯論與理論發展的歷史中，國際關係理論學者逐漸

希望與接受透過不同理論的對話而能綜合不同理論的觀點，以增進國際關

係理論對於國際現象與問題的描述、理解、解釋與預測（莫大華，1999；
2002；2003a）。學者嘗試以建橋計畫（bridge-building projects）隱喻稱述

這樣的現象，當前國際關係理論研究存在著以建構主義為主的三項建橋計

畫，這些建橋計畫始於 Alexander Wendt 以科學實存論發展而成的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作為第三次大辯論中理性主義（rationalism）與反思（或

詮釋）主義（reflectivism or interpretivism）的橋樑，進而引發建構主義內部，

以及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建橋計畫。

在這些建橋計畫中，學者嘗試綜合建構主義與其他不同學派的理論觀

點，並結合實際的經驗研究個案檢視理論綜合的成效，以累積國際關係研

究的知識。誠如 David A. Lake (2002: 140) 所言：「我們在分開的理論群島

工作……未能成功地在這些分開的群島之間建橋，以及未能適當地概念化

相關的政策選項，已經妨礙了（國際關係）研究。」因此，對於國際關係

理論研究的建橋計畫當應有所理解，藉以探索其計畫發展過程、內容與可

能的成果，以理解國際關係理論研究的全貌。

本文將分五部分探索國際關係理論的建橋計畫，尤其著重於國際關係

理論第四次大辯論所提出的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建橋計畫。第一部

分指出當前由建構主義所引導的三項建橋計畫，概述當前國際關係理論學

派分類；第二部分論述第一項建橋計畫—理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建橋

計畫，以 Alexander Wendt 的科學實存論發展的建構主義嘗試在理性主義與

反思主義之間建起溝通的橋樑；第三部分論述第二項建橋計畫—不同建構

主義內部的建橋計畫，運用不同於科學實存論的哲學或社會理論而建起溝

通的橋樑；第四部分論述第三項建橋計畫—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建

橋計畫，兩者是當前國際關係理論大辯論的辯友，嘗試從兩者之間的分隔、

綜合而尋求其對話策略；第五部分則是就國際關係理論建橋計畫的前景提

出可觀察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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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際關係理論約略可分成理性主義、建構主義與反思（或詮釋）

主義三大範疇，理性主義是指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1 新自由主義與

新現實主義之所以會被學者歸類為理性主義，相當程度地是受到 Robert
Keohane (1988) 對國際制度研究途徑－理性與反思主義（研究途徑）歸

類，以及 Ole Waever (1996) 有關「新新綜合」（neo-neo synthesis）觀點

與 John Gerard Ruggie (1998a; 1998b) 的「新效用主義」觀點的影響。但

必須理解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各自仍有其內部的理論差異，2 甚至有

學者認為這兩者是不能綜合在一起（Sterling-Folker, 1997; 2002）。同樣地，

建構主義亦復如此，內部也有各種不同的類型（莫大華，1999；2002）。

反思主義則是包括後實證主義、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女性主義與規

範理論（Smith, 2001）。然而，這些理論學派的內部差異，並不影響國際

關係理論學者構建一場不同理論之間的對話或辯論，甚至學者以總體論述

理論學派內容也是研究國際關係理論的常態。然而，理性主義與反思主義

的區隔能否化約成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區隔，即是建構主義作為理性主

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溝通橋樑，能否將反思主義納入建構主義的範疇，而

稱之為激進建構主義（radical constructivism）；或是建構主義納入反思主

義的範疇，而稱之為溫和反思主義（moderate reflectivism）。就反思性意

涵而言，建構主義是可以納入反思主義的範疇，它是反思主義的一種型

態。建構主義是屬於反思主義的範疇而與理性主義處於分立的位置，但這

                                                 
1 Martin Wight Grotian Wight (1991)

Linklater (2001)
2 neoclassical realism postclassical realism

post-realism evaluative offensive)
defensive Rose, 1998; Brooks,

1997; Beer and Hariman, 1996; Spegele, 1996; Snyder, 1991; Lynn-Jones and Miller, 1995;
Frankel, 1996; Mearsheimer, 1990; 1994/95; Richardso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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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意味著建構主義與理性主義兩者是處於零合、兩極的位置，而是學者

藉以有助於論述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對於相關議題的不同主張（莫大華，

2003a：113-138）。

因此，面對複雜的國際關係理論學派與內容有必要對於國際關係理論

新發展進行更為深入的研究，也就是探索國際關係理論研究領域中有關不

同理論群島之間的建橋計畫，也就是建立不同理論之間的溝通橋樑，包括

以建構主義在理性主義（實證主義）與反思主義（後實證主義）之間建立

溝通橋樑，建構主義內各種不同建構主義（例如現代建構主義與後現代建

構主義、社會建構主義與語言分析建構主義）之間建立橋樑，以及建構主

義與理性主義之間建立橋樑，進而產生理論綜合的效果。

在國際關係理論的大辯論歷史中，藉由溝通或對話而產生理論綜合的

情況，已是學者關注的重點之一。Ole Waever (1996) 指稱第二次大辯論中，

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出現的「新-新綜合」（neo-neo synthesis），John
Gerard Ruggie (1998a; 1998b) 則是以「新效用主義」（neo-utilitarianism）

稱述兩者的綜合；Yosef Lapid (1989) 就認為第三次大辯論是各式各樣的反

實證主義的哲學趨勢與社會學趨勢的匯合。國際關係理論研究仍爭論是否

已經發展出第四次大辯論（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之際（莫大華，

2003a），若是理解所謂國際關係理論的「大辯論」，即在展現各種新理論

與既有理論之間的爭論，它不僅是爭論理論論述的系絡，更是對於國際關

係實務的爭論，但這樣的爭論正隨著學者要求理論對話與綜合而產生改

變，甚至是第三次大辯論未完成的事務（unfinished business）（Lapid, 2003）。
換言之，國際關係理論的大辯論是會產生綜合辯論兩方觀點的新觀點

（neo-perspectives）。總之，這意味著國際關係理論之間並不是存在著不可

共量性（incommensurability），3 而是可以發現某種程度的共量性作為相互

綜合的基礎。

因此，國際關係理論研究學者遂嘗試從理論綜合的角度研究國際關係

理論的發展，不僅是在不同的理論（例如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也

                                                 
3 Imre Lakatos Kuhn

(1969/1990) Lakatos (1978/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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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相同理論不同類型（例如傳統建構主義與現代建構主義）之間，嘗

試建立起溝通的橋樑，以理論對話方式尋求互補或綜合的理論觀點，尤其

是當前第四次國際關係理論大辯論的建構主義與理性主義之間的發展，即

使學者之間存有不同的主張，有的學者贊成兩者之間可藉由對話與溝通而

綜合，即使無法綜合也要對話，但也有持著反對意見的學者，認為兩者在

本體論、知識論與方法論的差異，無法產生綜合的理論觀點，會是矛盾的

文字修飾（oxymoron）而已（Hoffmann, 2005）。這樣的爭論在著名的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的一場論壇中，呈現出不同立場學者的觀點。4

從國際關係理論第三次大辯論之後，國際關係理論的建橋計畫有理性

主義（實證主義）與反思主義（後實證主義）之間的建橋計畫、建構主義

內的建橋計畫，以及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建橋計畫，其中理性主義

與反思主義的建橋計畫較為突顯，尤其是由 Wendt (1999) 的建構主義觀點

所建立「中庸之道」（via media）的溝通橋樑，引起學者的關注與批評。

Wendt (1999: 47) 自許是「現代建構主義」，並以強調理念的厚薄程度區分

建構主義為激進的（radical）建構主義，即是「理念一路到底」（ideas all the
way down）的建構主義、相對程度的淡薄的（thin）建構主義與厚實的（thick）
建構主義。5 Wendt 的建橋計畫也引發學者對於建構主義內部的差異進行探

討，進而尋求在建構主義內部建起溝通橋樑，以及國際關係理論第四次大

辯論中，尋求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溝通橋樑。誠如 Michael Zurn 和

Jeffrey T. Checkel (2005: 1046) 所言：

無論是理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建構主義內部之間，以及理性主義

                                                 
4 (Are Dialogue and Synthesis Possib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llman, 2003).
5 Wendt, 1999: 1-2, 81, 131, 132,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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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建橋計畫，這些建橋計畫遂影響著當前的國際關係理論

研究，尤其是引起學者思考國際關係理論之間能否對話與綜合的議題，包

括其本體論、知識論與方法論，以及經驗性研究的議題，使得國際關係理

論研究又出現另一番景象。

國際關係理論研究學者認為建構主義可以成為理性主義與反思主義、

實證主義與後實證（後現代）主義之間的「中庸之道」（via media, middle
way）（Wendt, 1999: 39-40；Christiansen et al., 1999: 535-544）或「中間地

面」 （middle ground）。6 尤其是 Wendt 運用科學實存論所形成的建構主

義，以後實證主義的本體論結合實證主義的知識論作為「中庸之道」，在

理性主義與反思主義兩傳統之間建立溝通橋樑（1992a：394）。也就是在

知識論上，接受實證主義的立場，在本體論上，接受後實證主義的立場；

運用科學實存論封住（block）經驗論者的批評，以及運用限定建構主義是

本體論而非知識論，以封住後實證主義者的批評（Wendt, 1999: 39-41）。

這樣的立場使得建構主義既能與實證主義作知識論的結合，又能與後實證

主義作本體論的結合。

國際關係學者對於 Wendt 的建橋計畫分別提出支持與批評，呈現出學

者之間的差異觀點（Guzzini and Leander, 2006），7 也說明此建橋計畫的

                                                 
6 rationalist relativist Adler (1997)

rational choice theorists postmodern scholars
Checkel (1998).

7 Wendt Wendt
3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endt
We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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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尤其是必須接受分別來自理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學者批評，反思主

義學者批評建構主義偏向理性主義特質，非常接近理性主義的新自由主義

支派（Smith, 1999: 684）；8 理性主義學者則是批評建構主義過於偏重哲學

深思（speculation）的後設理論，而無法經驗驗證，就像 Horatio 與 Marcellus
看著哈姆雷特隨著鬼魂離開時，所說：接著會有什麼事發生？（Moravcsik,
1999: 678-679）。9 藉以隱喻建構主義的未來就像丹麥後來悲慘的發展一

樣。

Ronen Palan (2000: 577-578) 認為建構主義是反直覺的理論（counter-
intuitive theory），就不能訴諸於科學實存論的常識觀（commonsense）作為

支持論點，以及引述相互牴觸的社會理論，如 Wendt 引述社會學的象徵互

動論，而 Onuf 則引用否定象徵互動論的 Wittgenstein 觀點。此外，建構主

義反對方法論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但其引用的象

徵互動論與韋伯式的詮釋社會學都是方法論的個體主義，還有對建構主義

與其他理論分類的矛盾與混淆。

Heikki Patomäki 和 Colin Wight (2000: 213-237) 則指出建構主義嘗試

在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間建立中庸之道是無法支持的，因為實證主義

與後實證主義並不是兩極對立的，它們都是以哲學的反實存主義

（antirealism）論述為基礎。當前的國際關係理論，包括實證主義論者、

建構主義論者及後結構主義論者，無論是以解釋與理解、理性主義與反思

主義、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等相對論述，都是源自於國際關係中「後康

                                                 

2006
8 Sterling-Folker (2000) birds of a feather

9 

Horatio Marcellus
Marcellus Horatio Marcellus

Horatio
Marcellus Ho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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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休謨式」（post-Kantian-Humean）的「問題—領域」（problem-field），

即是這些反實存主義藉由 David Hume 和 Immanuel Kant 構成這樣的領域，

就是以對其本身可能性的非常特定及有限的理解，去建構對國際關係理論

的特定理解。他們提出「批判的實存主義」（critical realism）重新思考此

領域，以突破休謨的懷疑論與康德的超理念論（transcendental idealism）。

它主張本體實存論、知識相對論與理性判斷論，即是分殊化（differentiated）、

結構的與層次的（layered）實體獨立存在於人類思想（mind）之外；所有

的信念都是社會地產生（即是社會建構），並且有可能是容易錯誤的；但

仍能提供檢證基礎（justifiable grounds）判斷或選擇理論。因此，在國際關

係理論研究的議題上，如理論的不可共量性、因果性、行為主體與結構、

分析層次與價值及事實，批判性的實存主義能使國際關係理論脫離「問題—

領域」。

Steve Smith (1997: 183-188) 認為反思主義與理性主義之間的隔閡，能

以建構主義作為橋樑、中間道路，以呈現反思主義與理性主義的綜合，但

因為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具有相互排斥的（知識論）假設，是不能結合

在一起。他反對 Wendt 以科學實存論混合兩者，他特別重視兩者在知識論

的辯論，10 並認為國際關係理論需要基於後實證主義內各種不同的知識

論，發展強烈的後實證理論而結合建構主義（1996：11-44）。他並預測建

構主義將會分裂成兩個主要派別，一個更為理性主義，一個更為反思主

義，因為建構主義基本上採取了不同的知識論假設（1999：682-691）。但

Georg Sorensen (1998) 則批評 Smith 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認為激進實證主

義 的 靜 態 客 觀 論 與 激 進 後 實 證 主 義 的 隨 意 主 觀 論 （ voluntaristic
subjectivism）都是有嚴重問題，兩者之間是可以找到「中間地面」，即是

我們的世界觀或知識經常是包括客體性與主體性，它應是可相互主體地傳

遞的知識（intersubjectively transmissible knowledge）。他發現 Robert Cox
的馬克思主義與 Wendt 的建構主義是主客體性的平衡結合，既可維持激進

                                                 
10 Wendt Wendt

Hollis and Smith (1990) Wendt (1991) Hollis and Smith
(1991) Wendt (1992b) Hollis (1992) Hollis and Smith (1994) Patomäki (1996) Jabri and
Chan (1996) Hollis and Smith (1996) Cha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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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主義的理論洞察力，又可避免激進後實證主義的相對論之危害，並且

更能分析改變的問題。雖說兩人的觀點有所不同，但對建構主義的中間地

面看法則是一致。

二○○○年第二十六卷第一期的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以

Wendt 的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書作為論壇的題材，邀請

國際關係學者 Robert O. Keohane、Stephen D. Krasner、Roxanne Lynn Doty、
Hayward R. Alker 及 Steve Smith 等人撰文評論（Keohane et al., 2000），針

對這些學者的批評觀點，尤其是有關「中庸之道」的問題，Wendt 提出回

應，他認為本體論決定了知識論，而非知識論決定本體論。「中庸之道」

是在重視理念而未排除科學的各種立場之間尋找一條路，理念是可以科學

地研究，即是嚴謹地實質理論化經驗世界（2000：165-166）。後來Wendt (2006)
更以物理的量子力學觀點─量子意識假設（ quantum consciousness
hypothesis），說明此觀點。其他學者例如 Andreas Bieler (2001: 93-100) 就
引用新葛姆西派（neo-Gramscian）的意識形態觀點與社會力量（social force）
觀點重新概念化理念的角色。目前，許多建構主義學者仍是企圖結合其他

學科的知識與研究方法，例如 Alker (2000: 142-144) 主張參考語言哲學、演

化生物化學、認知科學、俗民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計算語言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以及複雜理論（complexity theory）等其他自然

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理論。Vendulka Kubalkova 等人（1998）則是主

張以 Nicholas Onuf 從語言分析哲學發展出的另類本體論，強化建構主義的

經驗性研究。有些建構主義學者（Fierke and Jorgensen, 2001）則嘗試從哲

學方面強化建構主義與後實證（後現代）主義之間的匯合。換言之，Wendt
的科學實存論建構主義並不能獨享此項的建橋計畫，而是由許多不同的建

構主義分別在進行此項建橋計畫（如圖 1）。

國際關係理論的此項建橋計畫正隨著建構主義進入主流理論的範疇，

逐漸為多數學者所接受，即使是理性主義學者也探討理念與信仰因素對政

策的影響（Goldstein and Keohane, 1993），但 Aalberts and Munster (2004)
也對於 Wendt 的建構主義建橋計畫提出批判，認為建構主義並未如其所承

諾的成為理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中庸之道或中間地面。針對學者的此

項批評，Wendt 指出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書是笛卡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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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Cartesian science），即此書是基於笛卡兒的心（mind）物（mater）
二元分離論發展而來，因此書中的「中庸之道」主張基本上是正確的。Wendt
(2006: 182-188) 進一步以心物二元論說明社會科學的性質，並從物理的量

子力學觀點―量子意識假設為其書所引發的批評與討論而提出辯護。11

Wendt 以波與粒子雙元性關係（wave-particle duality）、波函數崩陷（wave
function collapse）、測量問題（the measurement problem），以及非局部性

（non-locality）說明社會科學探索的身心（mind-body）問題，他希望利用

自然科學的方式進行研究證明人類意識與人類身體之間的影響關係，進而

建構社會科學的本體論與知識論觀點，而成為一個量子社會科學（或社會

物理學）。Wendt (2006: 189-205) 以此主張其科學實存論的觀點能作為其

建橋計畫的基礎。遂有其他建構主義學者提出不同建構主義建橋計畫，致

力於在理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建橋計畫，同時也引發建構主義內部的

建橋計畫。也就是誠如 Steve Smith 先前所預測的情形，建構主義將會分裂

成兩個主要派別，一個更為理性主義，一個更為反思主義。

1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11 quantum brain theory a panpsychist

metaphysics
collapse of wave coherence

反思（後實證）主義

批判理論、英國學派

女性主義、後結構主義

理性（實證）主義

新現實主義

新自由主義

建構主義

各種建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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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主義雖然已經成為國際關係理論研究的重要理論，然而學者對於

建構主義的本質仍是缺乏共同的理解，甚至有學者還批評太多的建構主義

（Wight, 2001），建構主義學者本身之間也是需要相互對話（莫大華，

2002）。不免有學者（Klotz, 2001）要問：「我們可以說一個共同的建構主

義語言嗎？」簡言之，就是建構主義雖在理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成為溝

通橋樑，但其本身亦是存在著許多不同的類型及主張，12「建構主義研究並

不是從同一塊布剪下來的（意指不是一模一樣的）。」（Katzenstein et al., 1998:
680），不同類型的建構主義學者之間爭論的焦點在於因果解釋的傳統方法

論，是否適合於理解及詮釋互為主體的意義，以及能否找出中層理論

（middle-range theories）與普遍通則（Risse, 2000b: 12）。有學者（Christiansen
et al.,1999；Wiener, 2001, 2003；Pouliot, 2004a）就以「橋上各站」（stations
on the bridge）稱述建構主義內部的不同類型觀點，尤其是源於社會科學哲

學觀差異的不同建構主義，認為各站之間也必須進行對話，由於建構主義

所共同的興趣是社會事實（social facts）的本體論，所差別的是知識論立場。

簡言之，建構主義內部相同的是社會事實本體論，差異的是知識論的相對

主義差異。

就此而言，建構主義學者並不同意 Wendt 以科學實存論作為建立實證

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間的橋樑論述依據，而是認為各式各樣建構主義的區

隔在於有關科學觀察的反思程度（Albert, 2001: 106），或是在哲學、後設

理論、理論化及經驗研究等層次上有所差異，必須藉以釐清對建構主義的

混淆及內部的差異（ Jorgensen, 2001: 36-53 ）。遂引用「詮釋學」

（Hermeneutics）作為解決建構主義內部的知識論不一致，以及實證主義在

（實體）構成與解釋的問題，還有後現代主義的主觀主義問題（Marcel,
2001）；Guzzini (2000a: 147-182) 以「雙重詮釋學」（Double Hermeneutics）

                                                 
12 Christiansen,

Jorgensen and Wien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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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建構主義內部不同的觀察層次、適當的行動層次與此二層次之間的關

係，藉以重建建構主義為反思的後設理論而避免其在理論上的折衷與多

餘。也有建構主義學者引用 Pierre Bourdieu 的實踐哲學、13 Niklas Luhman
的知識溝通理論，14 Georg Simmel 的「社會互動理論」（sociation theory）
作為建構主義內部溝通的知識論「中間地面」，因為此理論可以避免建構

主義在本體論上侷限於行為者的社會角色，探索行為者的整體（corporate）
認同體。15

總而言之，建構主義學者是從社會學與哲學尋求其內部知識論的溝通

橋樑。誠如圖 2 所示，半圓形的拱形線代表著建構主義在理性主義與反思

主義兩極之間的溝通橋樑作用，拱形線上的各點則是代表建構主義內部不

同類型的建構主義，嘗試在知識論與方法論上進行溝通兩極的建橋計畫。

2

資料來源：Christiansen, Jorgensen, and Wiener (1999: 536).

國際關係理論的此項建橋計畫仍是處於未定之天，因為建構主義學者

雖然提出許多知識論的建議，或是嘗試以社會學的「架構（框架）理論」

（frame theory）與 Jurgen Habermas 的溝通行動理論（Theory of communicative

                                                 
13 Leander (2004); Pouliot (2004b).
14 Guzzini (2000b).
15 sociation (Cederman and Dasse, 2003) 

rationalist pole reflectivist pole
no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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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s）提議內部的溝通（Haacke, 2005；Weber, 2005；Wiener, 2001）。然

而，就建構主義學者對於主流（現代或溫和）建構主義學者 Wendt 的批評

而言，16 尤其是後現代（激進）建構主義者在知識論上涉及到國際關係理

論的基礎問題（question of foundation），17即是否相信世界能以中立或客觀

的程序予以測試或評估，前者（基礎論者）認為所有的真理主張皆可判定

真偽，後者（反基礎論者）則認為真理主張是不能判定真偽，因為是不存

有客觀的立場來判定（Smith, 1995: 29-30；Doucet, 1998）。18 後現代主義

是以反基礎論為基礎，質疑國際關係理論的後設理論敘述，進而重新解構

或建構其本身的後設理論觀點。然而，後現代主義重組現代主義理解的基

本問題，其所強調的不在無上的主體（即作者∕獨立國家）或是客體（即

獨立世界∕文本），而是在建構出主體與客體（和理論與實踐、事實與價

值）的歷史、文化與語言的實踐（George, 1994: 192）。

此項建橋計畫就必須觀察主流建構主義能否與後現代（批判理論）建

構主義的溝通及匯合，尤其是不能違反後者在知識論、方法論與規範觀點

的原則（Price and Reus-Smit, 1998），進而使建構主義內部對於知識論相

對主義能有共識，從激進的實存論而到另一個激進的反實存論，兩者之間

能有相通之地。幸而，後現代主義在知識論與方法論上主張拒絕實證主

義、提倡反基礎主義、提倡多元論述、對異同問題（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的語言分析等特性（Webb, 1995）。這與建構主義的主張相

差不遠，兩者都是「非基礎論者」（nonfunctionalist）的反基礎論（Debrix,
2003），是可以尋得溝通之路，尤其建構主義在知識論的主張上，並不認

為只有一個單一的知識論而是多元的知識論，差別的只是研究方法而已，

如「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回饋迴路」（feedback loops）、歸

類技巧（bracketing techniques）等研究方法（Checkel, 2006；Johnston, 2005；

                                                 
16 Price and Reus-Smit (1998) Kratochwil (2006).
17 George (1994) Campbell (1992).
18

Smith,
1997: 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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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nemore, 1996），19 也就是接受建構主義理論概念、研究方法及知識論

的多元，以鼓勵建構主義之間的對話與相互學習。這樣的觀點同時也進而

引發學者在第四次大辯論中，從事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建橋計畫，

以綜合兩者的理論觀點。

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論已經逐漸成為國際關係理論研究的第

四次大辯論，其間涉及的辯論議題與性質也正受到學者的關注，尤其是從

一九八○年代起的第三次大辯論延續而來，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本

體論爭議（莫大華，2003a：13-65）。學者也希望第四次大辯論不要又陷入

本體論爭論，也就是重複理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本體論爭論，而是應聚焦

於經驗性研究。因此，不同於上述兩項的建橋計畫，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

之間的建橋計畫是注重在經驗性研究，希望兩者能有助於國際關係實質理

論的發展。

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論議題常隨著研究者不同的觀點而有

不同，例如 John M. Hobson (2000: 145-148) 的看法，在於物質論的行為主

體中心觀 vs.社會規範的結構觀、柔性的（malleable）國家認同體 vs.固定

的國家認同體、管制的（regulatory）規範 vs.組成的（constitutive）規範

的不同觀點。Fearon 和 Wendt (2002: 58-67) 則認為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

間的辯論展現在物質因素 vs. 理念因素、後果性邏輯（The Logic of
Consequences）vs.適當性邏輯（The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有用規範

（norms as useful）vs.權利規範（norms as right）、外衍（exogenous）解

釋 vs.內發（endogenous）解釋、方法論個體主義 vs.方法論整體主義、因

果解釋 vs.構成解釋等議題之間的爭論。莫大華（2003b：120-125）綜合不

                                                 
19 Andrew Moravcsik Checkel Checkel (2001a, 2001b)

Moravcsik (2001)



政治科學論叢∕第三十一期∕民國 96 年 3 月 189

同的學者觀點，歸結岀：物質主義與理念主義、國際制度、認同與國際規

範、後果性邏輯與適當性邏輯、因果解釋與組成解釋等六項議題。雖然如

此，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區隔仍是可以克服的（Jupille et al., 2003:
15-17）。

根據 Wendt (1999: 35) 的觀點，對於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論

所在，最普遍的詮釋是爭論國際體系的本體論，也就是國際體系是什麼組

成的。另一個則是關於經驗性研究議題的爭論，例如結構如何建構認同與

利益？以及認同與利益如何持續。有關本體論的問題，他並不認為他全然

是反直覺的，因為理念與物質是不能用二分法作選擇，人類意識是自然的

一部份，並藉由物理法則普及到物質世界，下層結構與上層結構的關係是

倒金字塔型，一個特定的物質情況是可以與不同的文化形式相容的。理性

主義與建構主義都企圖以文化概念從事不同的事務（Wendt, 2000: 179）。

但 Wendt 希望，如果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爭論會是國際關係研究另

一場大辯論的話，不要讓它成為是關於本體論的爭論（Fearon and Wendt,
2002: 67）。因為以本體論與經驗性研究的角度詮釋此辯論是會造成更為

零合的景象，而是要能務實地將兩者視為是世界政治理論化的分析工具或

分析鏡（Fearon and Wendt, 2002: 52-54）。Morten F. Greve (2004: 7) 也認

為，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是以不同的概念架構綜整觀察，而提供了兩個不

同的世界建構（world constructions）。換言之，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爭

論應該脫離後設理論的爭論，而回到國際關係理論作為經驗性研究的指

引，藉由相互補充與綜合而提升國際關係研究，無論是理論研究或是經驗

性實務研究。因此，從本體論與知識論觀察，理性主義者是以自利的

（self-interested）行為主體進行（理性）策略抉擇；建構主義則是以考量其

他的（ other-regarding）行為主體而進行慎重的動態互動（ deliberative
dynamics）（Jupilles et al., 2002）。也就是如何結合自利行為主體的理性策

略抉擇與其他相關行為主體之間的動態互動過程，而構成較為完整的理論

觀點。

國際關係理論研究學者對於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綜合，建議雙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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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理論對話（Checkel, 1997；Hermann, 1998；Zurn and Checkel, 2005；Kahler,
1998；Schweller and Wohlforth, 2000；Brooks and Wohlforth, 2000/2001；Risse,
2000a; 2000b; 2002）。遂有學者嘗試從 Jurgen Habermas 的溝通行動理論提

出溝通與對話的策略，例如 Thomas Risse (2000a) 和 Antje Wiener (2003)。
理論對話可有四種模式：競爭測試（competitive testing）是指就特定事件的

解釋相互競爭；適用範圍（domain of application）是指考量各理論適用的範

圍，選擇適合的理論解釋適用的部份，而共同組成完整的解釋；序列

（sequencing）是指考量各理論解釋序列行動中的特定階段或步驟，選擇適

合的理論解釋適用的階段，而共同組成完整的解釋；涵括 （incorporation or
subsumption）是指一個理論涵括了另一個理論（Jupille et al., 2002; 2003）。

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論主要是以競爭測試為對話策略，兩方都接

受以經驗性（研究）測試（empirical testing）作為競爭測試的基準，並且重

視研究設計與方法的透明度，藉由研究設計四種測試模式作為對話：單一

理論虛無模式測試（Single-Theory Null Model Test）、無名次競爭模式

（Zero-Order Competitive Model）、多重控制理論的競爭模式（Multiple-
Theory Controlled-Competitive Model）及剩餘差異途徑或附加價值模式

（Residual Variation Approach or Value-Added Model）（Jupille et al., 2003:
25-28），如此，學者即可藉由經驗研究解決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

論，增加彼此的對話機會而建立溝通的橋樑（Zurn and Checkel, 2005:
1058）。而且，根據調查，美國大多數的國際關係學者認為理性主義與建

構主義之間的理論互補與綜合。20

簡言之，國際關係理論研究的學者越來越鼓勵從經驗研究中，呈現理

性主義與建構主義在詮釋或解釋個案的互補與綜合，藉以作為溝通兩者的

橋樑（如圖 3），避免陷入無謂的本體論爭辯而尋求在知識論的互補。

                                                 
20 1084 37%

43%
20% Peterson

and Tierne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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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誠如上述即使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對於許多議題（物質主義與理

念主義、國際制度、認同與國際規範、後果性邏輯與適當性邏輯、因果解

釋與組成解釋）存有不同的觀點，學者仍嘗試如何在這兩者之間建立溝通

橋樑，但隨著經驗研究的個案發現，雙方的論點是可以相容、互補的，尤

其是在有關歐洲整合的研究上，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論已經取代

原有的新功能論（neofunctionalist）與政府論（intergovernmentalist）之間的

辯論（Pollack, 2005），而且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區別（divide）已

經整合及綜合了，並有助於國際關係實質理論的發展。在此方面，歐洲的

國際關係學者的貢獻是不可忽視的，21 例如 Thomas Risse-Kappen、Antje
Wiener、Frank Schimmelfennig、Jeffrey T. Checkel, Stefano Guzzini 等人。

以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綜合觀點進行研究的著作日增，例如 Jeffrey
T. Checkel (1997) 認為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都是對的，國際規範對於國內

政治有時產生限制效果，有時產生構成效果，兩者之間是可以建起溝通的

橋樑。Miles Kahler (1999: 296-298) 也認為在形成行為者認同體的觀點

                                                 
21 Millenniu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理 性 主 義 建 構 主 義經 驗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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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構主義並不是不能與理性主義觀點相容的，是可以互補的。Daniel
Nielson 等人（2005）就以理論綜合的觀點探討國際組織（世界銀行）的改

革策略，包括由上而下的理性主義邏輯改革策略與由下而上的建構主義邏

輯改革策略，以及改革的過程與結果。Wendt (1999: 318-336) 也以「自然

選擇」（natural selection）與「文化選擇」（cultural selection）作為認同體

形成依據的邏輯，並以後者的機制（模仿與社會學習）指出，建構主義與

理性主義在認同體形成及結構變遷上，並不是互斥的而是社會過程的不同

面向。Wendt (1992a: 425) 就曾說過：「如果他們可以藉由知識論考量（國

際關係的實質），則自由主義觀點強的學者與建構主義觀點強的學者是有

很多可以相互學習的地方。」

Pernille Rieker (2004) 則主張研究應以「問題導向」（problem-driven）
而不是「理論導向」（theory-driven），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是相互補的研

究途徑，兩者混合更能完全地掌握當前動態的範圍。遂有些學者嘗試整合

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以及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而成為「自由建構主

義」（ Liberal Constructivism ）、「新自由建構主義」（ Neo-Liberal
Constructivism ）、「現實建構主義」（Realist Constructivism）或「建構現

實主義」（Constructivist Realism）（Risse-Kappen, 1996；Checkel, 1997；
McSweeney, 1999: 203-207；Jackson and Nexon, 2004；Gofas, 2002）。例如

Joseph Jupille 等人（2002；2003）在研究歐洲聯盟整合制度過程中，認為

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區別雖是真實的，但可以克服的，若從問題導向與

經驗研究取向觀點，這樣的區別就會溶化了。學者就分別以理性主義與建

構主義探討國際制度及國際規範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進而再以

「雙重詮釋」解釋社會化的因果機制及範圍條件（scope conditions），藉以

作為建橋的策略。22

簡言之，就是從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觀點互補式地詮釋研究議題，

以經驗研究議題作為溝通橋樑。例如階段—補充（stage-complementarity）
的策略，依據不同的發展階段選擇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相互補充，例如當

                                                 
2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5 Michael Zurn

Jeffrey T. Checkel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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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認同體（國家、集體或個人）在進行改變時，學者可運用建構主義探索

這些認同體如何構成或是其本質，這些認同體會影響政治行為者所信奉的

偏好及利益；接著運用理性主義探索認同體影響政治行為者在政治決策時

的策略互動（Jepperson et al., 1996；Katzenstein et al., 1998；Checkel, 1998；
Petrova, 2003）。

為便於理解，國際關係理論研究的各建橋計畫歸結如下表所示，這三

項計畫並不是相互排斥或是接續發展而成，而是隨著研究者的研究目的與

興趣同時存在於當前的國際關係理論研究。基於本研究的目的與興趣，本

研究將聚焦於第四次大辯論所提出的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建橋計

畫。

1

溝 通 橋 樑 建 橋 策 略 對 話 策 略 未 來 發 展

理性主義與反

思主義之間

建構主義 實證知識論連

結理性主義，

社會本體論連

結反思主義

競爭測試 各建構主義提

出建橋計畫

建構主義內部 多元知識論 社會本體論連

結 各 建 構 主

義，多元知識

論接納各建構

主義的研究方

法

溝通行動 現代（溫和）

建構主義與後

現代（激進）

建構主義的結

合

理性主義與建

構主義之間

經驗研究個案 運用兩者觀點

互補解釋個案

經驗測試

持續階段補充

問題導向的經

驗研究，強化

兩者的理論效

度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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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國際關係理論的建橋計畫正隨著國際關係理論第四次大辯

論而聚焦於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然而在建橋計畫發展的過程中，也

有幾項議題影響到其未來能否順利地發展與完成。以下提出幾項值得後續

觀察與研究的議題。

？

誠如上述，國際關係理論建橋計畫是以建構主義為中心，以作為理性

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溝通橋樑，建構主義內部及其與理性主義之間的溝

通橋樑。然而，這些建橋計畫都是以單線道的方式進行，並未以建立多線

道的溝通橋樑為目標，即是溝通現代（溫和）建構主義與理性主義，而未

包括從後現代（激進）建構主義的橋樑，忽略了建構主義內部的知識論差

異，甚至建構主義內部的溝通也是以現代（溫和）建構主義為主。為什麼

會這樣？根據 Checkel (2003: 15-17) 的看法是因為：

1. 學者不願意建立多線道，這會遭致建構主義內部學者與外部學者的

批判評論；

2. 實務上，建立多線道橋樑是耗時與困難的；

3. 知識論是不易理解，整合不同的建構主義不易維持知識的一致性；

4. 探索建立中間地面是窄化或封閉了理論探索的空間。

雖說如此，建立多線道的溝通橋樑仍是可以成為國際關係理論研究學

者努力的目標，有些現實主義學者也嘗試整合建構主義的觀點運用在經驗

性研究議題上，而成為「建構現實主義者」（Constructivist Realist）（Gofas,
2002）。在二○○四年七月出版的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就以溝通

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差距為論壇題目，討論出建構現實主義

（Constructivist Realism）、建構的現實主義（Constructive Realism）

（Jackson, 2004；Jackson and Nexon, 2004；Sterling-Folker, 2004；Mattern,
2004；Lebow, 2004；Barkin, 2004）。這說明了國際關係理論研究學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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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嘗試建立一條雙線道的溝通橋樑。Scott Burchill (1996, 22-23) 說得好：

因此，不同的時空背景、不同的事件、不同的理論，乃至不同的學者

都影響建橋計畫的建築型式與方式，並沒有特定單一的既定規格或設定。

？

其實，建構主義只是世界的另類（ alternative ）本體論、重述

（redescription），它不主張去解釋事物之理，也無意成為國際關係研究

的主導理論，它沒有既定的意識型態立場（Kubalkova et al., 1998: xii）。它

只是社會研究（social inquiry）的途徑、分析架構、取向。因此，在知識論

上，建構主義雖不至於遵循 Paul Feyerabend 的「什麼都可以！」（Anything
Goes）23 科學無政府主義的知識論立場，任何的知識論主張都可以，而是

應該考量在不同的本體論與方法論系絡內選擇知識論立場，不同的知識論

立場有其優劣，端賴其在此系絡的效度（validity）。或許更具體而言，應

是考量經驗性研究的議題適用的問題，建構主義所提供的理論主張多是後

設理論，缺乏經驗性研究的應用，但隨著越多的建構主義學者整合其他理

論的主張進行經驗性研究，建構主義成為一個廣泛的社會研究架構，某種

程度上更不會強調唯一的知識論立場，而是希望藉由多元的知識論豐富建

構主義的理論效度。也就是不同知識論立場的建構主義都可以嘗試建立溝

通的橋樑，而不只是橋上的一站而已，其所建築的橋樑是可以有不同的組

                                                 
23 Paul Feyerabend Feyerabend (1978/1990a; 1978/

199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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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樣式，可以是現代式也可以是後現代式的，可以是溫和式的也可以是激

進式的。同樣的，建構主義也不能獨攬所有的建橋計畫，必須考量越多的

溝通橋樑是越有助於國際關係理論研究。

國際關係理論需要社會科學的哲學基礎，但學者對於科學哲學則有不

同的主張（Wight, 2002）。誠如上述，現代（溫和）建構主義學者 Wendt
以科學實存論作為理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知識論基礎，但隨著他成為

主流的建構主義者，遂不斷有學者就其科學實存論提出批評，因此對 Wendt
科學實存論的批評也就成為第四次大辯論中，節外生枝的特殊議題，值得

關注學者之間對此議題的爭論主張，有助於理解哲學論述對國際關係理論

發展的影響。這些學者認為科學實存論與建構主義是不相容的（Brglez,
2001；Chernoff, 2002），或是不能以 Wendt 的方式相容（Brglez, 2001），

而提出批判實存論（critical realism）作為新的知識基礎（Patomäki and Wight,
2000；Patomäki, 2002）。這本身是哲學界的爭論蔓延至國際關係理論界，

不僅有批判實存論也包括建構實存論的主張，24 但是由於 Wendt 成為主流

建構主義學者，建構實存論與批判科學實存論也將會成為國際關係理論研

究建橋計畫的熱門議題之一。如上所述，Wendt (2006) 堅持其科學實存論

而嘗試從物理的量子力學觀點，說明社會科學探索的身心問題，即是社會

科學的本體論與知識論觀點，而成為一個量子社會科學（或社會物理學），

以此主張其科學實存論的觀點。

由此可知，Wendt 仍然堅持其自然主義科學實存論觀點，但整個討論

已經超越了國際關係理論研究的理解範圍了。由於 Wendt 的這樣主張，恐

將又會引發國際關係學者另一番的爭論。但必須理解科學實存論只是表達

國際關係理論哲學基礎的一種方式，無論是批判實存論或建構實存論，乃

至語言分析哲學或實用哲學都是其他表達的方式，關鍵是在於建構的機制

與過程，而非哲學基礎（Checkel, 2005）。

                                                 
24 Robert Klee (1997) Stathis Psillos (2000)

1998 2001 1997
David Demeritt (1998) Gerald Cupchik (2001) Christopher Kulp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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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嘗試以經驗研究的個案作為其溝通的橋

樑，並作為檢視其理論效度的判準時，國際關係理論研究學者就必須發展

出更為具體的理論內涵，尤其是建構主義本身較具後設理論意涵，就更必

須發展更為明確的建構機制（mechanisms）解釋經驗研究個案中的行為主

體與結構相互建構的過程。例如 Checkel (2005) 就以「社會化」（引導行

為者納入特定社會的規範及規則之中的過程）的三項社會機制：策略算計、

角色扮演與規範說服，發展出結合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理論觀點的綜合架

構，並集合其他學者依此架構進行國際制度社會化的經驗研究，以呈現理

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理論效度。其他的建構機制概念還有制度動態

（dynamics）、國際學習、社會互動、國家遵守（國際規範）模式、論證

行動（argumentative action）及辯論行動（rhetorical action）等等，都是學

者嘗試建立的建構機制。當愈多的建構機制能整合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

理論觀點，建橋計畫也就愈能成功。

─ analytic
eclecticism

以建橋計畫隱喻國際關係理論之間的理論對話與綜合，是國際關係理

論研究常用的方式（Kegley, 2001）。但這些國際關係理論的建橋計畫並

不容易完成，不同理論之間是否存有相容或綜合之處，這也是可以爭論的，

也就關乎這些建橋計畫能否達成。基本上，國際關係理論建橋計畫是奠基

在假定國際關係理論之間是可以對話與綜合，但真的如此嗎？要是不能對

話與綜合的話，則一切的建橋計畫都是沒有意義的。國際關係學者就曾經

以此為論壇主題，相互討論這可能性，尤其是在知識論上的多元或差異能

否有對話與綜合的可能，學者之間並沒有一致的看法（Hellman, 2003）。

而且建構主義在知識論上持續沒有一致的看法，可能有礙於出現較為合作

的、整合的比較研究領域（Sil, 2000）。如此一來，所謂的理論對話與綜

合也就不存在了。但社會研究的本質之一是分析折衷主義，必須強調理論

對話，學者能共同運用各種不同觀點理解複雜的真實（realities）（Katze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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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il, 2005）。但所質疑的卻又會是「真實」的存在議題，這又陷入本

體論的爭議，衝擊到國際關係理論的建橋計畫。幸運地，從上述對美國國

際關係學者的調查觀之，發展情況是樂觀的。

國際關係理論之間是能否對話與綜合在未能獲致結論前，不如以溝通

空間（space）或機會取代溝通橋樑看待國際關係理論之間的中庸之道或中

間地面，是較為適當的。而且探索國際關係理論的建橋計畫（中間地面）

會窄化或關閉理論探索的空間，因為知識論的立場已經超出該學科的範

圍，尤其是建構主義的理論探索空間與創意，即使其趨勢是明確的，也是

正面的（Checkel, 2004）。更重要的是，現行的建橋計畫偏於採取溝通的行

動而高估了建構主義的理念範圍，並過分強調形式上弱者的實質影響，這

是因為後設的行動─理論邏輯建構（construction）要包括策略行動邏輯與

溝通行動邏輯是不可能的，溝通系絡偏向溝通行動邏輯，現行的建橋計畫

不是偏向理性主義就是偏向建構主義，但多是偏向後者。Diana Panke
（2005）遂區別後設理論與實質理論層次的邏輯，提出有系統的互動途徑，

強調言語行動（speech acts）的結構與內容，以及（工具性或反思性）集體

學習的過程，作為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有意義的相互言語行動相互交流的

系絡，而獲得妥協或共識的結果，而能以相同的實質焦點中立地建起溝通

橋樑。簡言之，建橋計畫對國際關係理論研究並不意味著正面的效益，而

是要更為謹慎與注意，使其朝向正面的發展。否則，即使建立溝通橋樑的

意圖是好的，但在學者的實際研究上卻會是窒礙難行而停滯不前。

國際關係學者日漸接受理論之間的互補與綜合，嘗試藉由經驗研究呈

現理論的知識效用，但是整個建橋過程也不意味著就是一致而沒有爭論。

歷經第三次大辯論過度的後設理論與本體論爭論之後，第四次大辯論也就

聚焦於知識論與方法論的問題，不僅是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也包括

建構主義內部的知識論多元性，皆以鼓勵理論的對話、相互學習與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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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是作為理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溝通橋樑，或是建立建構主義內部的溝

通橋樑，以及建構主義與理性主義之間的溝通橋樑，建構主義內部的知識

論多元性影響著整個建橋計畫的進行與形式（橋樑線道與數目、基礎），

更是影響到第四次大辯論中理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理論綜合（經驗研

究的檢驗理論效度、理論綜合的可能性）。

以 Wendt 為主流的建構主義學者的建橋計畫不僅要回應理性主義與反

思主義的質疑，也必須回應建構主義內部的質疑，目前他以奇特的量子理

論作為國際關係的社會科學哲學基礎，以回應這些質疑，將會使建構主義

內部的知識論差異更為擴大，致使國際關係理論研究又要回到後設理論的

爭論，脫離了經驗研究與實質理論的知識論範圍，令人不免對國際關係的

知識範圍產生疑惑與混淆，進而懷疑建橋計畫的可能性。其他學者無論是

理性主義學者（如 Andrew Moravcsik）或是反思主義學者（如 Steve Smith），
甚至是建構主義學者（如 Nicholas Onuf）又將如何看待與回應 Wendt 的新

主張，特別是 Wendt 將國際關係理論研究帶到形而上學的討論，值得後續

的關注與研究。畢竟，將人腦的意識問題帶入國際關係理論研究，勢必會

遭致各項批評而思考「建橋計畫」可能性及必要性與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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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idge-Building Projec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Exploring the Synthesis between

Ration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Tahua Mo*

Abstract

Exploring the bridge-building projects between the islands of theor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is to build a communicative and dialectic dialogue
bridge among th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Since the Third Great Debate,
the bridge-building projects have become trendy; there were three bridge-building
projects: a bridge between rationalism and reflectivism, a bridge among
constructivisms, and a bridge between ration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Along with
the Fourth Great Debate, the Rationalism-Constructivism debate, a bridge is being
built to synthesise them all. There still remain some injunctions that push in the
direction of bridge-building projections: one lane or multi-lane bridges; one or more
bridges and constructivism’s epistemological pluralism; the debate is in its
philosophical ground, and empirical research for the theoretical valid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oretic dialogue and 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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